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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纽约大学的诞生和宣传中，“一流”始终是一个关键词。 
这不光是因为政府官员声称，和纽约大学合作办校，不为赚钱，只为办一流的大学教育。

也是因为在访谈中，上海纽约大学的俞校长一口气用了三个“一流”：“我们没有退路的，

要退就把办学目标降低了。上海纽约大学要保证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教育模式、一流

的学生群体。”媒体则据此思考以下问题：这所一流大学，能否带来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鲶

鱼效应”？更有研究者摆出激烈的姿态，认为只有鼓励国外大学直接在国内建立分校，才能

真正逼进中国高校的改革。 
在这套论述中，“一流”又一次成为评价中国大学的标准。社会舆论要做的事情，也就

变得格外简单。那就是敦促“一流”的兑现，期待更多的中国大学尽快“一流”起来。 
然而，“一流”成为标准，却并非毫无疑问的事。 
2000 年，北京大学率先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在接下来的教改大讨论中，

作为标准的“一流”便被大大质疑了一把。批评者指出，这个“一流”到底是要复制西方既

有的标准，还是创造中国自己的标准？如果说，当年那么西化的胡适仍有“留学当以不留学

为目的”的见识，那么今天已经崛起了的中国缘何如此迷信西方的“一流”？这一问题一经

提出，自然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原来中国还可以有自己的“一流”，却也带来不小的流弊

——仿佛真有那么一套对所有中国人都有意义的“一流”等着人们前去开发。 
相比之下，加拿大学者比尔·雷丁斯对“一流”的批评更显彻底。在他看来，凡承认

“一流”可以成为标准者，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一流”本身毫无内容，它必须

依附在其他事物之上才有意义。依附的对象不同，“一流”的意义也不同；它们不仅毫无共

通之处，甚至于相互抵牾。比如，对研究者来说，“一流”大学意味着更好的研究条件、更

多的科研时间、更优的激励机制。但这些对学生们来说，恐怕就不那么一流。因为研究者越

是忙于申请课题、主持项目和全球旅行，就越少有时间专心于教学工作，更不用说出现在本

科生的课堂上。对大学行政管理者而言，“一流”意味着良好的出勤率、百分百的就业率、

毕业生进入世界 500 强的比例以及名列前茅的起薪。但这对教师和学生来说，却并不那么

“一流”。因为它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更高的收费、不断降低的教育标准、数字化管理，

甚至弄虚作假。对学生和家长而言，“一流”意味着更多的兴趣被满足、更好的就业机会、

步入中产等等。但对大学的行政管理者而言，这样的“一流”则意味着他们必须随时随地接

受市场的挑战，在不断“创新”中经营大学这门生意；而对教师来说，则意味着与“一切向

钱看”的功利主义进行持久战。 
这些由“一流”而起的纷争，还只是就大学内部而言。至于一所大学对它所在的城市乃

至国家而言，如何才算“一流”，将更是一番复杂的争论。所谓的“一流”，是指向所有人开

放，提供更为公平的入学机会，还是指提高入学门槛，进行精英教育，为国家输送人才？是

生产和传承具有特色甚至少人问津的文化，还是配合资本扩张的脚步随风起舞？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无穷无尽的争论，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可言。但也正是在这里，“一

流”作为评价标准的好处，显现出来。显然，作为标准的“一流”，其功用从不简单地指向

一个“好”字，而是在于：既用空洞的词语掩盖了上述分歧，使它们隐而不显，又在实际形

成的“不争论”中，赋予行政管理定义“什么是一流”的最高权力。毕竟，在众说纷纭之际，

还有什么能比数字更一目了然，乃至一较高下的论据呢？于是，“一流”成为评价大学的标



准，也就意味着统计和管理彻底取代文化价值成为大学的生存法则，经济由此获得横扫一切

的力量，大学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则进一步式微。 
雷丁斯在上世纪 90 年代对“一流”的这番严厉批评，显然是希望遏制这股扼杀大学的

歪风邪气。不过，在今天看来，这与其说是一个严厉的批评，不如说是一次准确的预见。因

为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跨国资本的恣意流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大学，一刻也

没有考虑过雷丁斯的建议——重拾文化价值或重回民族国家的怀抱。相反，摆脱大学局限于

一地一国的旧模式，在全球规模的教育市场中展开竞争，成为它们的目标。这也构成了这些

大学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张的最大动力。有报告称，美国大学已经在中国拥有 800 多家分支

机构。教育部的数据则显示，国内的这一类联合办学的机构和项目，从十年前的 712 个增加

到了现在的 1594 个。 
纽约大学便是其中的一例。对它来说，在世界各地开设分校，从来不是受到教育使命的

召唤，而是来自世界市场的神圣命令。当它自豪地宣称，“所有学生都有 1 至 3 个学期的海

外学习机会，共享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时，其着力打造的便是这样一个不断升级，提供

全球教育服务的新网络。纽约、上海、阿布扎比、柏林或者巴黎，学生们依靠这一网络，一

边流动一边学习。在教育中，流动具有了绝对正面的意义；与之相应，无法流动或流动的权

利被剥夺，则成为低人一等的标志或变相的惩罚手段。而当流动作为一种“天然”的价值，

被全球大学体制固定下来，并内化为自我认同的重要原则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经济也将获得

最大的滋养。因为一切临时的、弹性的无需企业承担责任的劳动力，都将依靠这一价值，自

如地“有尊严”地再生产出自身。 
到了这一步，我们也就无法再把上海纽约大学，归入“接受国外教育就是接受更优质的

教育”的这一立足于民族国家间竞争的老框架。显然，上海纽约大学并非出国留学的简易版

——送到家门口的国外教育，而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新情况，即与跨国资本相匹配的全球教育

机器的形成——跨国大学。这一新类型的大学，已经彻底告别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在全球

范围内建设和经营自己的市场，并配合新一轮的全球化的经济，确立起一套全新的教育观念

和价值体系。 
指望这样的跨国大学来促进一国之内的大学教育改革，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它要做的，

恰恰是让隶属于民族国家的教育机构尽快解体，以便接收其庞大的市场，为自己谋取更大的

利益。这也意味着，再像雷丁斯那样，以放弃生产文化价值或国家认同为由，批评这一新类

型的大学，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这本就不是它诞生的目的。在这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

在此过程中正被“无情”抛弃或绕开的国家的实际表现。 
不难发现，对中国政府而言，在追求“一流”、推动改革以及地方政绩的多重逻辑下，

它对此种“合作”总是表现得格外积极。比如，在与纽约大学的合作中，上海市政府不仅无

偿划拨土地，还将补贴所有中国学生在学费上的差价。略微对比一下中国政府在免费师范生

政策中的做法，就会发现在这一桩跨国生意里，政府表现得颇为慷慨。尽管供养一名上海纽

约大学的学生要比培养一名免费师范生贵得多，我们却从未听说被资助对象需要与国家或政

府签订什么协议来抵偿资助。于是，一个奇怪的错位出现了。同样是国家出资，家境贫寒的

师范生需要感恩戴德地为国服务 5 年，而有能力出支付每年 10 万学费的家庭的子女，则只

需扮演成功的消费者，负责自由流动。 
为国家服务者卑贱，替资本卖命者高贵，这本是隐匿在“一流”中的真理。只不过，在

这桩跨国大学的生意中，更积极向人们传递出这一信息的，恰是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政府。看

上去，它比跨国大学更急于宣布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已经变得毫无必要，也更急于将人们驱赶

到全球化的自由/不自由的劳力市场之中。 
毫不意外，一个如此行事的政府，即便在课本中加入再多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很难有所

收获，其效果不过是为日后的跨国大学、中学乃至小学增加潜在客户。至此，如何评价如此



行事的政府及其背后的国家，或许是今天任何中国人在奢谈大学教育改革或一流大学促进改

革这一类的话题之前，必须首先说明的问题。否则，改革之举总以国家的名义做出，可实际

开出的却是一张又一张饮鸩止渴的去国家的毒方。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毛骨悚然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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